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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逻辑对文化有重要影响。逻辑是分析和诠释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文化现象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逻辑自

然也应是理解和诠释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途径和依据之一。 发生并发展于先秦的中国逻辑有自己的传统，

其主导的推理类型是推类。 儒家（主要是孔、孟）诚信思想的得以提出，确立并在实践中加以推行所依赖的基

本思路和方法，其实质是据类而推的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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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逻辑、文化和伦理思想 

    逻辑，可以指逻辑思维，其主要表现是运用概念和判断的推理过程；也可以指对推理过程

的一般类型与形式给出的概括和总结，即逻辑学说。文化可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化可以包

括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创造的成果总和。狭义的文化则侧重于精神活动及其成果，也有人称此

为观念形态文化。 

    无论何种意义下的文化，都是由众多因素或子系统组成的整体或大系统。正是由于这些因

素或子系统的有机结合，才使作为整体系统的文化有了自己的性质和功能。文化的这种整体性、

系统性决定了：包括逻辑在内的诸文化要素，是整体系统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对文化的发展

有重要影响；反之，作为整体系统文化要素之一的逻辑，只有在这一整体中方能获得存在与发

展的依据，显现其意义。逻辑与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离开这种关系，二者的存在

将失去前提，我们对二者的理解与说明也将发生较大的困难。 

    逻辑与文化间，尤其是逻辑与观念形态文化之间，除了上述的一般关系外，尚有更为特殊

的关系。观念形态文化所含内容非常广泛，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是各种思想学说和理论。

它们是对社会乃至自然现象的理解，及相关问题的解答。这些理解和解答不是直观的认知，而

是借助概念、判断、推理实现的、系统化了的知识形态。如哲学、法学、政治学、宗教学、艺

术理论、科学方法理论等。逻辑与这些相对而言的具体思想有区别，也有联系。所说区别是，

逻辑并不专门指向社会或自然的某一特定领域。所说联系是，逻辑为这些具体思想的提出、论

证、建构提供了方法、工具，即推理一般。这种联系使逻辑成了观念形态文化中各种思想、学

说和理论赖以建立的手段。成为贯穿于这些具体思想之中的，更为深层和根本的因素。这种情

况说明，在构成文化的诸要素中，逻辑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逻辑的这种特殊性，使之与文

化，尤其是观念形态文化之间形成了更为独特和密切的关系，也使逻辑成为可以对各种具体思

想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我们也注意到，逻辑既有共同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约略而言，逻辑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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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是指质的规定性，即逻辑思维主要涉及推理过程，逻辑学说则是关于推理一般的学问。逻

辑的特殊性是指逻辑思维和逻辑学说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所显现的差异。

这正如周礼全所说：“逻辑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总是某一时代、某一民族和某些个人的产物，因

而就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某个时代、某个民族和某些个人的特点。因此，在逻辑发展的历史过程

中，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逻辑体系并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逻辑传统，即中国逻辑传统，印度逻辑

传统和希腊逻辑传统。” [1∼535] 

    逻辑的特殊性和三个不同逻辑传统的存在，对与之相关的文化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例如，爱因斯坦在1925年给J、E、斯威莱的信中曾指出了西方逻辑对成就西方科学的基础作用。

他写到：“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

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2∼46]这里所说的形式逻辑体系的主体是演绎逻辑，而寻求因果联系的方法则包含了归纳逻辑。

而在中国，一些哲学家认为，“中国传统中，没有创造出欧几里德几何学那样完整的体系，也没

有创造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的严密体系。” [3∼208]与之相应，一些科学家认为，明末以来

中国科学技术之所以远远落后于西方，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产生与发展出像亚里士多德那样

的十分系统与完美的逻辑学。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汲取和继承了经典力学的科学精神、研究方

法和成果才发展起来的。但是在中国恰恰缺少经典力学产生所需要的严密推理的理性方法，而

推理与论证是以逻辑学发展为前提的。[4] 

    逻辑传统的差异不仅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也对政治思想有重要影响。理性与逻

辑的思想方法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它是“从某种假定的前提出发，通过逻辑推论而得出

包括秩序、权利和义务，平等和自由等等一系列的政治范畴，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一些严密的

理论体系。”[5∼6]中国的政治思想则遵循另类的逻辑传统，它“主要是通过对于自然的类比，通

过对人事的推演而得出各种政治结论。” [6∼6] 

    基于上述逻辑在整体系统文化中，特别是观念形态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不同逻

辑传统的存在和对相关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逻辑是进入并理解文化现象，特别是

观念形态文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分析和说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

其他各种具体思想之间差异所在的途径之一；因而也是解读一种文化之所以如此而不如彼的原

因之一。 

    讨论了逻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就容易理解逻辑与伦理思想以及中国逻辑与中国传统伦

理思想之间的关系了。所说的伦理思想，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与规范，以及与之相

关的思想。伦理思想是观念形态文化的重要方面。因之，逻辑与伦理思想之间的关系不能例外

于上述逻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逻辑应是我们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伦理思想并对之给以

说明的一个重要依据。自然，中国逻辑也应该是理解和诠释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途径和依

据之一。 

二、中国逻辑与推类 

    如前述，逻辑思维和逻辑学说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性的主要表现是：逻辑思维所

含推理的组成、特征、基本类型、基本准则等是相同的，与之相应的逻辑学说的基本内容也是

相同的；这些内容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有普遍意义。特殊性的主要表现是：就不同逻辑传

统的比较而言，居主导地位的推理类型不同；逻辑学说的目的，任务、总体特征，所做分析及

后续发展状况的不同。[7]  

    发生并发展于先秦时期的中国逻辑，不同于古代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逻辑，也有别于古代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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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因明。中国逻辑有自己的传统，其主导的推理类型是推类。对先秦时期，特别是对墨家逻

辑思想加以总结的《墨辩》，曾对推类有过集中的论述： 

    “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墨子、大取》） 

    “以类取，以类予。”（《墨子、小取》） 

    《墨辩》的辞，约略相当于命题，可充当推论的结论或论证的论题。上引是说，辞的提出

和确立要依据故（理由），由故去建立辞则要遵循理（法则），全部立辞就是以类为据去选择

理由或论据，并以类为据导出结论或确立论题的推论过程。对这种由“以类取、以类予”为法则

的出故，立辞、成说的推论过程，《墨子、经下》给出的专门称谓是“推类”。 

    这种推类所依据的类，与人们对同异和有无的认识联系在一起。一般地说，类是事物或现

象间同异关系的概括。但是，事物或现象间的同异关系有多种，类并不指称一切同异关系。类

所概括的是“类同”和“不类”。按照《墨子、经说上》的解释，“类同”是“有以同”，“不类”是“不
有同”。所谓“有以同”和“不有同”是说，事物的一些属性只为某类事物所普遍具有，即《墨子、

经说下》所说的“偏有，偏无有”。所谓推类，就是以甲、乙两种同类事物或现象及其类同之处

为据，由甲有某种属性进而推出乙也有某种属性的推论过程。推类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重要影响，

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路之一。 

三、推类与儒家的诚信思想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学派思想交融而成的体系。其中，儒家的伦理思

想居主导地位。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及儒家伦理思想中，诚信是重要的方面。 

    孔子没有专门论述过作为伦理范畴的诚，但他在解释仁时，多次谈到了忠与信，就所涵意

旨而言，忠与诚是相通的，忠信与诚信也是相通的。《论语》载：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子敬，与人忠’。”（《论语、颜渊》）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

惠。’”（《论语、阳货》） 

    忠与信是孔子论仁的重要内容，也是仁的重要体现。因此，在孔子看来，要想提升道德品

性成为君子，以实现仁，最根本的是忠信。所以，当“子张问崇德，辩惑”时，“子曰：‘主忠信，……’”
（《论语、颜渊》），又说“君子……主忠信。”（《论语、述而》） 

    忠信既然是仁之所指的重要方面，又是实践仁的主要追求，所以我们对于孔子所说忠信的

深入理解就应以孔子有关的论说为据。《论语》载：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

语、雍也》） 

      上引可以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第一，仁是正心修身的要求，也是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

所谓爱人是己对人之爱，涉及了己与人的关系。第二，对于孔子仁之爱人的“夫子之道”，曾子

概括为忠与恕两个方面。第三，就忠与恕的内容看，如果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那么

与之呼应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己之所欲，亦施于人”就是忠。第四，“仁之方”
乃“能近取譬”。这是说，孔子论仁时所提出的忠恕以及忠信等等，它们的得出和实行所借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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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能近取譬”。 

    什么是“能近取譬”？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当一个人要实现仁时，应能就近选取类似事例，

由此及彼地作起来。对于“自己”来说，能选取的，最接近的类似事例只能是“他人”。所以，“能
近取譬”涉及的是己与人这两个相近又相类似的事例，其核心内容则是推己及人的思考与实践过

程。孔子注重“知人”，①
推己及人的思维层面应是，由己之“所欲”与“所不欲”推知人之“所欲”与“所

不欲”。由此导出的据己及人的实践层面就是，将己之“所欲”给予人，己之“所不欲”不给予人。

忠恕与忠信的忠，讲的是“己之所欲，亦施于人”，可谓正面的推己及人。恕，讲的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可谓负面的推己及人。
[8]
[8∼38]与忠紧密相连的信，讲的是由我要朋友讲信誉，推

知朋友也要我讲信誉，亦进而形成交往的道德原则，“所求乎朋友，先施之，”（《礼记、中庸》）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这也是“己之所欲，亦施于人”。 

    “能近取譬”这种“参较彼此，推己及人”（朱熹《与范真阁书》的思考与实践过程，明显地

含有一种推理，这就是由自己出发在己与人之间的据类而推，即推类。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概括

出“推类”之说，但对本质上是据类而推的方法已有论述。如《论语、述而》：“子曰：‘不愤不

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復也。”“一隅”与其他“三隅”是同类事例。当举出并知

道了“一隅”，就应当由之引发反思、推知其他“三隅”，即触类旁通，以推求众理。同“一隅”与“三
隅”相类一样，己与人也是相类的。因而“能近取譬”的推己及人  ，同“举一反三”的触类旁通一

样，其实质都是据类而推的推类。“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的推类，是一个人在心中思考，确立

和在实践中推行忠恕，忠信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上述思想。孟子明确地提出了作为伦理范畴的“诚”，并对之作了

专门的论述。他认为，诚是自然的规律，追求诚是做人的规律和根本的道理。这就是孟子所谓：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信，被孟子列为“五伦”之一，而

“教以人伦”（《孟子、滕文公上》）则是孟子所主张的使人有别于禽兽而成为人的关键。在深

入阐发上述诚、信意义的同时，孟子对“能近取譬”所含依类而推的思路与方法作了进一步的分

析，为包括诚、信在内的伦理思想给出了明晰于孔子的逻辑的依据。 

    孟子在阐述其伦理思想时，提出了一个基础的概念——“类”，和人之为类的思想。孟子认

为，我与人（包括圣人）都是人，是“同类者”，是一个“类”。他引有若的话说： 

    “麒麟之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求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

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又说： 

    “舜，人也；我，亦人也。”（《孟子、离娄下》） 

    人之所以为类，是因为人与人有类同之处。这些类同之处被孟子称为“相似”。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

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

义也。”（《孟子、告子上》） 

    这些相似之处的关键，是“心之所同然者”的理与义。义，讲的是人伦。与义并举的理，应

是为人的道理、准则。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仁，

就是为人之道，为人之理；理义，也就是仁义。人心所共同存有的理义，仁义，就是人与人之

间关系的准则，即人伦。这是人之为人并有别于禽兽的根本所在，也是人自身的相似和类同之

处。孟子说：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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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人之所异于禽兽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

仁义。”（《孟子、离娄下》） 

     “由仁义行”的“人伦”，其实质在于善，即可以成为善良人性的资质、基础。这些资质不是

由于外部加给人的，而是人心固有的，并使人成为人而有别于非人的重要根据。这就是孟子所

说的：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

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理智，非由外铄我，我固有之也，弗思耳

矣。”（《孟子、告子上》） 

     “仁义理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

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人都有“心之所同然者”，有植根于心，可以为善的资质——仁义理

智，人方可有别于非人而成为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舜，人也，我，亦人也”，“圣
人，与我同类者”。可以说，人有相似的类同之处，人心都有“"所同然者”，人与我为“同类者”，
这些是孟子人之为类思想的基本内容。 

    孟子上述人之为类的思想，使我与人之间依类而据的思路与方法获得了更加明晰的逻辑依

据，也为推己及人的思考实践提供了更为充分的说明。孟子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于彼而已。……古之人所以大过于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

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按照孟子的思想，我与人为“同类者”，有“心所同然者”，因而我想尊敬父兄和爱护子弟，

就可推知人也必然如此。同之，我对待人，就应该把我的所思给予人，把我之所欲施于人。这

就是上引所谓“举斯心加诸彼”，“善据其所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诚、信是孟子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们同样被孟子纳入我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之与上，

与友，与亲的关系）的范畴，同样被归结为可以为善的人性。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上矣。信

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

不诚其身矣。……’”。（《孟子、离娄上》） 

     在孟子看来，“不明乎善”就无所谓诚与信。这种以“心之所以同然者”的固有善良人性为根

据的诚以待人，信以待友，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样，同样是“举斯

心加诸彼”的“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其思路和方法同样是据类而推的推己及人。 

     我们结合中国逻辑的据类与儒家诚、信思想所做的讨论，有两点可提出以借思考： 

一、逻辑与文化有密切联系。逻辑对观念形态文化有重要影响。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解读应注意给予逻辑的关注，进行逻辑的分析。这种分析可能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了解中国传

统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及其他方面具体思想之中的思路，认识中西文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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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以善良人性为前提的依类而推，推己及人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对于

提高和深化人们的道德自控能力和约束力，较之单纯的法纪钳制更有意义。因此，如果在当前

的新文化建设中大力倡导和培养人们的这种思考和行为方式，必将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

文明水平，也将使法制社会的建设更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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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gic significantly affected culture. Logic is important way of analyze and explicat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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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语·学而》：“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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